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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与提升

———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郭凤林 顾 昕*

【摘要】国家的监测能力既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共治理

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国家监测能力有助于确保政府充分了解社会运行情

况，作为其决策和政策执行的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

挑战，而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和提升对于危机管理的实施和绩效，具有重要意

义。世界各国各地在实施某些疫情防控措施上的差异化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缘

于其国家监测能力的差异。在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伦理、政治和社会

问题予以关注并预警的同时，如何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挖掘技

术赋能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依然是公共管

理学界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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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国家的监测能力的建构

和提升对于危机管理的实施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在控制疫情

扩散上的差异化表现，如著名政治学家福山 ( Francis Fukuyama ) ( Fukuyama，

2020 ) 所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国家能力的差异。国家能力具有多维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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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监测能力是重要的一维。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最关键的非药物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是对病毒感染者及

其接触者早识别 ( 早发现 ) 、早隔离 ( Lai et al． ，2020 ) 。这一措施能否有效实

施，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专业技术手段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公共

管理问题。而有效实施干预措施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出了一系列的高要求 :

( 1 ) 公共卫生体系必须能快速确诊感染者，及时收治 ; ( 2 ) 疾控体系必须能快

速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及时隔离进行医学观察 ; ( 3 ) 政府需要实施社会

距离 ( Social Distancing) 措施，加大对公共场所的监测，防止未发现的病毒携

带者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引发疫情扩散。从世界各地的 “抗疫”情况来看，多数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发现和收治感染患者上积极开展工作，其效果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政治决断力、作为政府咨询者的公共卫生专家的

专业判断力、医疗体系的应急准备以及是否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在追踪与

隔离密切接触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取决于国情

( 如人口规模、对外人员交流情况、民众对社会距离措施的接受度等 ) ，另一方

面更是国家监测能力的一种反映。而就社会距离措施而言，其实施力度和效果

在世界各地存在一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监测能力差异的一种体现。

中国在确诊感染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实施社会距离方面，均显示出强大

的国家监测能力。从疫情应急管理启动之初，中国各地不仅全面禁止了公共聚

集，关闭了公共场所和商业场所，实施城市内外人流与交通限制，而且对居民

社区都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尽最大可能避免人群接触，以阻断病毒传播。社会

隔离措施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从 1 月 22 日湖北武汉做出 “封城”的决策

起，到 4 月中旬，中国各地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可是，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从 “封城”到隔离，在疫情爆发初期受

到西方不少国家舆论的攻击 ( Eve，2020 ) 。然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很多西方

国家及其非西方盟友国家也逐步开始实施政府对社会的全面管控，或在一定程

度上移植了中国的社会隔离措施，但效果却因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而千差万别，其中，国家监测能力不同也是一种影响因素。实施严格的社会隔

离措施，不仅需要坚定和果决的国家意志、国家与社会建构的相互信任关系，

以及民众和社会的自我规制和自我组织，也需要技术赋能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尽可能减少因严格防控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防控的实践表明，国家监测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正如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 ( Anthony Giddens) 所论述的，国

家对信息的掌控以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测，是现代性的四大制度性维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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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国家监测能力的提升构成现代国家形成的主要过程之一 ( Giddens，

1990 ) 。可是，吉登斯也曾在 1985 年评论道，如此重要的国家监测问题竟然都

不在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究范围内 ( Giddens，1985 ) 。

当然，如下所述，这种局面自 “911”事件爆发后有了深刻的变化，监测研

究 ( Surveillance Studies) 已经成长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为社会

政治甚至文化理论家所关注。可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在有关

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文献中，还是

在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文献中，国家监测能力都被边缘化了 ; 尤其不同寻常

的是，即便在有关国家能力的既有学术研究中，监测能力也遭到了相对忽视。

然而，如何提升国家监测能力又是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尤

其是对于治理能力的研究。由此，本文试图对国家监测能力的研究进行反思，

并探究其对公共管理学术的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对于世界各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大考”，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家监测能力的一种考试，为本文的反思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和素材，尤其是通过改善治理以增进技术赋能在国家监测能力提升上的积极作

用。而从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中提升国家监测能力的全球实践与中国经验中

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我们充分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监测能力: 定位、概念与研究成果

国家监测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界定国家监测能力之前，有

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有关国家能力及其构成的学术成果，以便为国家监测能力找

到合适的定位。

( 一) 国家能力的构成

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源于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在比较政治经

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领域得到拓展，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成为国家建

设 ( State － Building) 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之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部结构功能主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论著就提出国家

能力是政治体系总体绩效的体现，并列举了五种国家能力 : 汲取能力、规制能

力、分配能力、象征能力、响应能力 ( Almond，1966 ) 。政治发展理论大家亨廷

顿 (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其名作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更是将国家

统治能力而非政治体制视为国与国之间的最大差别，并着力于探讨政治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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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统治能力的影响 ( Huntington，1973 ) 。可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学术

关注主要在于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而国家能力只被视为政治体系结构性运

作的一种功能体现，其本身并非其研究重点。换言之，这一学派只是将国家能

力视为因变量之一，其研究重点在于自变量，即造成国家能力差异的结构性影

响因素，而不是研究如何建构和提升国家能力。

真正对国家能力本身展开系统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此时，在比较政

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国家中心论和历史制度主义，使得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

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界兴起了 “找回国家”范式 ( Skocpol，1985 ) 。这种研究

范式致力于考察何种特质的国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将政治

的本质视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国家统御社会的能力自然成为这一学派

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即成为自变量。米格达尔 ( Joel S． Migdal) 在其名作

《强社会和弱国家 : 第三世界中的国家 －社会关系与国家能力》中，将国家在汲

取、穿透、规制、分配四个方面的能力，视为国家与社会争夺支配与控制权的

重要影响因素，并把这四种能力强悍的强国家视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 Migdal，1988 ) 。在国家中心论的框架中，王绍光和胡鞍钢 ( 1993 ) 将国家能

力定义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为现实政策并加以实施的能力，

并具体考察了如下四种国家能力对中国党和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影响，即财

政汲取的能力、掌控经济与社会的能力、建构合法性的能力和强制力实施的

能力。

实际上，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并非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利，国家行政能力可

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公共行政文献的核心内容。这类文献对行政管理手段和行政

改革路径的考察，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升国家的行政能力。政府和公共服务机

构尤其在设置监测体系上扮演重要角色，以汇聚和整理大量公民信息，改善公

共服务的效果，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 ( Webster，2012 ) 。然而，公共行政文献

的特点是就行政而论行政，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而发展政治学和社会学对国

家能力的研究则引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这一视角的

拓展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范式转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引起了治理理

论对国家能力考察的三次视角转换 : 伴随着以引入市场机制为特征的新公共管

理运动和以社群机制为特征的网络治理的兴起，治理理论的第一波浪潮被认为

因轻视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侵蚀了国家能力，出现了所谓 “国家空心化”的现象 ;

治理理论的第二次浪潮反映在规制型国家和新公共治理等理论上，以 “填充国

家”为诉求，反对早期治理理论中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致力于提升国家能力 ;

治理理论的第三次浪潮则关注政府在提升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能力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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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协作互动中寻求国家能力的重建 ( Matthews，

2012 ) 。

因此，无论是在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在晚近发展的公共管理学 ( 而非公共
行政学) 中，都强调国家能力的所谓 “关系性本质” ( Ｒelational Nature) ，即不
能单从国家的行政活动本身来考察国家能力，而是要将国家能力置于国家与市

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来考察 ( Soifer，2008 ) 。国家能力的关系论思路强
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能力，是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

能力 ( Migdal，1988 ) 。国家能力的大小，就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管制能
力 : 国家既需要能控制疆界，又需要能管制其公民社会，能够在其统治疆域内

执行其决定的公共政策，更能将国家意图穿透到公民社会中 ( Mann，1986 ) 。

因此，国家能力的传统研究注重考察国家掌控经济与社会的能力，例如资

源汲取能力 ( 尤其是财政税收能力 ) ( William，1997 ) 、资源分配能力 ( Stein，
1987 ) 、社会经济管制能力 ( Heims，2019 ) 等，这看起来像是国家针对社会的
自上而下的掌控能力。但事实上，国家能力离不开社会的配合，以及国家与社
会的协同。从国家与社会维度来看国家能力，重在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协商能力，

即国家能够用对话的方式与社会共同分享权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Migdal，
2001 ) 。国家能力强的国家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国家 ( Evans，1995 ) ，良好的社会
关系有助于让政治精英就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执行方式等问题与社会利益团体
进行协商以达成共识，来确保正确的政策制定和有效的政策实施。

( 二) 国家监测能力的定位

无论国家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呈现，国家监测能力都是国家能力的

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也是行政权力的核心之一。正如吉登斯所说 :

“监测”指两类相互关联的现象。一种意义上的监测是指积累 “经过整
理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个体的行为中搜集上来，并用于管控个体的行
动。……另一种意义上的监测是指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体对其他个体的活动
实施直接管控。……为了行政目标而对信息进行的核对和整理，这种监测
行为与作为直接管控的监测紧密关联。……对有关社会活动或事件的常规
化信息的运用，事实上是任何组织得以存续的基础。……只有当信息编整
在现实中被直接用于管控人的活动，从而使之从与传统的介入和地方社群

生活互为牵连的状态中部分分离出来时，行政权力才得以建立起来。

( Giddens，1985 : 14、66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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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 “监测”这一概念通常被视为监视与控制的组合，会营造出国

家对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无所不在控制的威权形象，与西方世界自由、民主、

权利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使其在西方国家成为政界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甚至学界也曾经避免正面讨论，仅有少数例外 ( 如吉登斯 ) 。例如，从国家建构

视角对美国政府行政能力强化的历史进行研究从而在美国史学界开辟了所谓

“新政治史”的名作 《建构一个新的美利坚国家 : 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1877—

1920》一书，详尽考察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的强

化，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到政府在公务系统中的改革、政府对军队的管控、政府

对商业活动的规制，但对国家监测能力的论述却只有寥寥数笔，且都未加深究

( Skowronek，1982 ) 。从理性选择视角研究国家能力的名作 《政治家的两难 : 拉

丁美洲的国家能力建设》索性根本没有提及国家监测能力 ( Geddes，1994 ) 。前

述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中外经典论著，也均未将监测能力作为单独的一类加以

系统性的论述。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 ( Daron Acemoglu ) 和罗宾逊

( James A． Ｒobinson) 在其新作 《自由的窄廊 : 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中提

出，只有国家与社会相互信任、相互强化才能为自由提供可靠的保障，并在此

命题下数次提及了国家监测能力，认为不受社会制衡的国家监测是对自由的威

胁 ( Acemoglu ＆ Ｒobinson，2019 ) ，这实际上依然沿袭了学界避免对国家监测能

力进行正面探究的思维定式。

可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又都在努力构建并加强自己的监测系统建设，以公

开或隐蔽的方式不间断地对社会进行动态监测。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

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 Edward Snowden ) 因曝光了美国政府秘密监测境内外

数十亿人生活的棱镜计划而全球逃亡，也彻底曝光了美国政府着力提升国家监

测能力的真相。其公开披露的文件显示，在 “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

的大众监测持续扩张，不仅监听千万级的私人电话，并且还进一步将监测范围

扩展到个人短信、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等信息 ( Snowden，2019 ) 。

其实，国家监测社会活动的开展和拓展并非由恐怖主义事件所激发，更非

发生在 “911”事件之后。据一项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显示，英国城市早在世纪之

交就发展出一个可观的监测网，可视化监测遍布工业区、商场、住宅区等地

( McCahill，2013 ) 。后来，在 2012—2015 年间，英国伦敦由政府设置的街头摄

像头数量增长了 72%，用于监视违法犯罪活动 ( Draper，2018 ) 。与一向对国家

监测讳莫如深的美国政府不同，英国上议院在 2009 年 2 月曾发布一份两卷本的

报告，题为 《监测 : 公民与国家》，对政府所实施的监测项目及其所涉及的政

治、法律和伦理争议，详加梳理和讨论 ( The House of Lords，2009 ) 。政府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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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行为的公开透明，既有利于国家监测行动本身的开展，也为防范其可能的滥

用开拓了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学术界 ( 尤其是法学界) 开始密切关注国家监测问题，

惊呼 “监控型国家” ( The Surveillance State ) ( Harris，2010 ) 或 “监控社会”

( Surveillance Society) 的兴起，关于国家监测体系或监测型社会的大量论著问世

( Boersma，2014 ) ，但这些论著主要集中在法律社会学尤其是犯罪社会学领域，

也有一些批判性社会理论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卷入其中 ( Ball，

2012 ) 。其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分析其建构、考察其作用、探讨其能力建设，而是

质疑并防范其危害，关注政府针对民众实施的 “谍战” ( Boghosian，2013 ) 是

否会削弱公民自由、损害公民权利 ( Whitaker，2003 )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

授巴尔金 ( Jack M． Balkin) 在一场高端法学学术讲座中将 “监控型国家”视为

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并警告其对宪政自由的潜在威胁。前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

逊对自由命运的探讨，也依然只是从防范甚至批判的角度来看国家监测能力，

并在对中国国家历史进行批判的一章中以负面语句提及新疆在反恐治理中强化

国家监测能力的实践 ( Acemoglu ＆ Ｒobinson，2019 ) 。

而在近 20 年来方兴未艾的监测研究中，奥威尔 ( George Orwell) 在 《1984》

中营造的 “老大哥” ( Big Brother) 的威权式监测形象根深蒂固，即便是论述监

测积极作用的论著也多从分析这一意象出发 ( McGrath，2004 ) 。另一个在监测

研究领域中挥之不去的比喻，是英国哲学家边沁 ( Jeremy Bentham) 提出、法国

哲学家福柯 ( Michel Foucault) 解读的 “环形监狱” ( Panopticon ) ，一种一个监

视者即可监视所有犯人的结构性设计 ( Lyon，2006 ) 。

令人意外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对国家监测能力的关注，还

是在监测研究领域的成果，均未系统性地被纳入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学术主

体之中。有限的纳入主要在若干子领域，如犯罪防控 ( Delflem，2008 ; Welsh，

2009 ) 、恐怖主义治理 ( Awan，2019 ) 、公共安全管控 ( Ball，2003 ) 、疾病控

制与公共卫生 ( Fairchild et al． ，2007 ; Lee et al． ，2010 ) 等，甚至是专门分析

国际公共卫生政治中的 “生物政治监测” ( Youde，2010 ) 。但在公共行政或公

共管理的教科书或手册中，国家监测及其监测能力基本上处于边缘性位置。在

一部再版多次、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导论性论著中，作者仅仅在 “隐私与

安全”的一节中以警示性的口吻提及监测，而 “监测”一词也未出现在该书的

索引之中 ( Hughes，2018 ) 。另一部有关国际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改革的手册则

根本没有关于国家监测能力的讨论和比较 ( Goldfinch ＆ Wallis，2009 ) 。在一部

新近出版的关于欧洲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手册中，关于监测的讨论稍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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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但也寥寥无几，而且也没有出现在索引之中 ( Ongaro ＆ Thiel，2018 ) 。在若

干有限的涉猎中，基本上关注的也是如何防范其不良后果，很少对其积极作用

加以正面考察，而这与国家监测能力早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重要一

环的全球性公共管理实践极不相称。

( 三) 从国家 －社会关系透视国家监测能力

对监测型国家的质疑和批判并不能否认监测能力高的国家往往有着更强的

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对国家监测能力积极作用采取忽视或回避的学术鸵鸟行

为无助于对国家监测行为的认识，无助于对国家能力和公共治理的认识，同样

也无助于对如何防止国家监测遭到滥用的认识。尤其在应对公共危机之时，国

家监测能力更是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这意味着关于国家

监测能力的研究亟待并终将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显学。

我们把国家监测能力理解为国家对社会运行情况的监测、监视和掌控能力。

从中文来看，“监测”“监视”“掌控” ( 或 “把控”) 这些词指称的行为具有微

妙的差别，但在现实中这些 “不同的”行为往往糅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

而在英文中，Monitoring 常常意指监测，Surveillance 常常意指监视，也有微妙的

差别，但这两个词均可用来指称 “监测”，而且也都蕴含着某种程度的 “控制”

的因素。国家监测领域的研究对象遍及 “监视”“监测”“掌控” ( 或 “把控”)

等，但相关研究论著一般并不对这些行为进行细分，更不进行思辨，只是在不

同的上下文使用含义具有微妙差别的同义词而已。

无论采用何种国家行动，国家对社会运行情况的清晰掌握是其采取适应性

或预防性对策的基础。清晰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前现

代国家对其土地、人口、资源等情况只能有相对粗糙和原始的信息掌握，导致

其对社会的干预水平较低且时常引发抵触 ( Scott，1998 ) ，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则

是在不断探索公共事务治理的清晰化之道。在中国古代，商鞅即指出强国必须

知 “十三数”: 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

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 ( 石磊，2011 ) ; 据此形成的
“编户齐民”制度，会记录农户的户主、家庭成员及家庭财产等信息，以之作为

国家征税、徭役的基础 ( 马新，1996 ) ，同时这些信息还是朝廷打击商人与豪强

势力的重要决策依据 ( 李磊，2019 ) 。当然，由于儒家治国理政理念的影响，中

华帝国的朝廷始终无法发展出对社会实施 “数目字管理”的能力，正是帝国难

免盛极而衰的缘由之一 ( 黄仁宇，2017 ［1982］) 。

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国家监测能力，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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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控制能力。这首要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动态监测，能够清晰认知社会的

人口、经济、组织等情况，将社会图景根据国家治理需要进行梳理和呈现，构

成国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基础。比如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

查和人口登记制度、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以及运输系统的组织

等过程，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用国家创造出的标准格式来抽取和整合

地方复杂的、不清晰的地方化知识，方便国家对地方的记录和监测 ( Scott，

1998 ) 。

国家监测能力是国家有效运行和巩固国家能力的重要保证，而国家监测能

力的提升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离不开现代技术的加持。技术赋能使国家信息

采集和分析的范围和效率都大为拓展，从而赋予了国家更强的监测能力。下文

拟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 “抗疫”资料，来考察技

术赋能提升国家监测能力的路径和应用。

三、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技术赋能与国家监测能力提升: 治理的重要性

现代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可以不

断拓展政府采集、观察和使用社会 /民众信息的范畴，丰富国家监测能力的内

涵，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也能为防范监测的负面风险提供新的思路。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治理中，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技术赋能

使得政府在疫情监测分析、感染风险源追踪、社会隔离措施实施、应急资源调

配等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际上，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解决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 “燃眉之急”，也在很多方面成为推动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契机。这

一点不仅对中国适用，对于世界各国也都适用，包括那些国家能力业已很强的

发达国家。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技术赋能积极作用的考察，不能仅限于技术本身

实际或潜在的能力，还需要关注使技术能力能够发挥作用的治理机制。无论是

产业政策 ( 顾昕，2017c) 、创新政策 ( 顾昕，2017a ) 还是医疗卫生政策 ( 顾

昕，2017b，2019 ) ，国家 －市场 － 社会多元主体协作互动、行政 － 市场 － 社群

机制的互补协同都至关重要。在我们考察技术赋能如何增进国家监测能力从而

助力公共卫生危机管控的问题上，这点也不例外。

( 一) “早发现 －早识别”的疫情预警技术

2020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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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湖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

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 习近平，2020 ) 。针对短板和

漏洞，习近平主席 6 月 2 日主持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

特别强调: “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

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

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

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 ( 新华社，2020 ) 。

疫情早期监测预警系统的核心是分散化基层信息的集中化上传，因此国家

对社会事件的响应速度也依赖于基层信息上传的速度。可是，对自下而上信息

流的高度依赖，却内含一个难题，即科层化官僚体系往往会阻滞敏感信息的上

传，使国家在一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容易因响应不及时而蒙受损失。实

际上，官僚科层体系的信息流不畅，是行政机制运作的一个固有问题，举世皆

然，这一点在有关官僚科层体系或公共选择的论著中早有精深的研究 ( 唐斯，

2007 ; 塔洛克，2010 ) 。

科层体系下过度依赖传统信息传达渠道会造成很多问题。实际上，国家已

经投入巨资建立了覆盖面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传染病直报体系，其中包含

了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报，希望能破解既有行政官僚化信息上报体系的缺陷。

可是，尽管硬件卓越，但这一直报体系的运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

科层管理 : 当医生临床确定或发现有疑似传染病例时，都需在规定时限内将信

息报告至医院传染病科 ( 或防保科、院感办) ，有时还要报备上级行政部门甚至

需要等待审批，然后由专人填传染病报告卡，再登录这个网络直报系统账户，

进行信息录入和上报 ( 刘玉海，2020 ) 。这使得疑似传染病的不明肺炎病例上报

受到诸如医生判断、医院管理层迟疑以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等多种社会政

治因素的影响和干预 ( 顾昕，2020 ) 。技术赋能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而且

取决于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结构的设计。

在传染病直报系统的技术赋能完成之后，如果能够建立起基于病例的自动

信息预警机制，将不明病原肺炎发生率大规模上升的信息及时上传，并由公共

卫生专业机构及时跟进调查，国家对突发疫情的响应速度必然会大大提高。如

果能较早实施疫情治理措施，哪怕是几天时间，都可以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损

失。据钟南山指导并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 “封城”等强制措施能够提前
5 天实施，4 月底的总感染规模就会降低约 66. 4% ( Yang，2020 ) 。

当然，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疫情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决策和地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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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问题 ( 高翔、郁建兴，2020 ; 齐晔等，2020 ) ，其核心就在于政府行政治理

机制与科学 /专业界社群治理机制的关系亟待理顺 ( 顾昕，2020 ) ，而这也正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监测预警系统的一块短板。

( 二) 健康码: 感染风险等级评估技术及其应用

在传染病疫情治理中，对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是关键之举。传

统上，这一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实施，有赖于专业人员对确诊感染者进行福尔

摩斯式的流行病学调查。然而，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追踪密切接触者，会

因为个人记忆遗漏或出入场所繁杂等原因，使得有些密切接触者的信息难以准

确追踪。为了方便追踪密切接触者，新加坡政府联合科技公司开发了一款手机

应用程序 “合力追踪” ( Trace Together) 并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其政府官网发

布，建议所有民众使用。任何人下载并注册该程序后，程序就可以利用蓝牙技

术，识别附近的已注册用户 ; 当该人与其他人的距离在一定范围内时，程序就

可以追踪到这些人以及与之接触的时间。一旦有人出现确诊信息，此人即可选

择授权新加坡卫生部使用程序所存储的数据，通过用户之间的接触地点、距离

范围和接触时长等信息来识别密切接触者，并根据接触者的注册信息联系到此

人 ( Government of Singapore，2020 ) 。当然，技术赋能并非万能。新加坡卫生部

在其每日疫情公告中经常坦诚一定数量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无法全盘掌握

( Ministry of Health of Singapore，2020 ) 。但无论如何，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新的

追踪利器，对于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提供了具有补充性但却不可或缺的

新手段。

实际上，感染风险追踪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并非始于新加坡。这一技术

最早出现于杭州，并且最终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范围也不再限于追踪，而是

广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助力社区抗疫和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

2020 年 2 月 11 日，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推出了 “健康码”技术，杭州市

政府在全市范围内予以启用。其实，健康码系统并不是健康状况监测系统，而

是一种感染风险追踪系统。通过比对个人填报信息和网络大数据，该系统可以

对个人风险进行三度评估。这背后是大数据技术的运用 : 依据已确诊人员及其

密切接触者信息、地区风险程度以及个人在疫区的流动记录等信息，来综合确

定个体风险等级 ( 杭州新闻，2020 ) 。同时，市民端可以通过支付宝来修正自己

的风险曝露状况，实现即时更新，码的后端也会轮询底层源数据库，有更新就

会触发码的再次生成逻辑。对于防控系统中疫情高风险地区实时变化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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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也可以通过管道技术做到实时更新 ; 而针对支撑算法的接口数据，也可

以做到通过批处理日更新，确保数据服务的时效性 ( 阿里巴巴科协，2020 ) 。这

样就可以实现对高风险人群的 “精准防控”，大大降低抗疫成本，避免一刀切式

的社区和城市封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将疫情防控对社会经济生活

的危害尽量控制到最小范围内。杭州健康码推出后，迅速在全国得到推广，在 7

天时间内，已经落地 100 多城市，在浙江、四川、海南三省实现了全覆盖 ( 新

华网，2020 ) 。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码的诞生及其普及，并非一家公司的行为，而是政府、

企业、社区等多方主体协作互动治理的产物。其诞生基于杭州市多年来在所谓

“城市大脑”建设中的投入和积累。“城市大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其内

容是将原本分散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 “小数据”集成在一个大数据系统之中。

杭州 “城市大脑”项目由 2019 年新组建的市数据资源管理局负责建设，杭州市

卫生健康委、交通局、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协同，多家科技公司参与其中。

2020 年 1 月 21 日，杭州市委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下达指令，要求政府各部门用

好杭州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杭州城市大脑迅

速从日常运作转入 “战时”状态，其大脑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系统随即上线。在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浙江数字经济高地的余杭区，政府于 2 月 4 日抽

调有信息技术专业背景的机关工作人员组建 “绿码”专班，与钉钉、码全信息、

宇视科技等技术团队开启了 “烧脑 12 小时”，次日 “绿码”演示成功，2 月 7

日系统在支付宝上线。此时，杭州市开启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并行的新举，

市政府提出要发挥杭州数字经济的优势，让数字赋能城市治理，建立全市统一

的数字化申报平台，实行个人电子健康码，实现信息及时共享、实时跟踪，形

成无遗漏、全覆盖的防控体系，助力复工复产。杭州市发改、经信、卫健、数

据、公安等部门以及钉钉、支付宝、每日互动等数字企业组成的复工专班，将

原来预计一个月才能开发成功的健康码系统，在一天内初见其形，并在 2 月 11

日上线。依照自动精准的高要求，杭州市接入了省级公共大数据，也由此开启

杭州健康码走向全浙江的进程。健康码在浙江的高效使用，让防疫与复工的两

难柳暗花明，迅速引起全国关注 ( 张留、唐骏垚，2020 ) 。

可以说，在浙江，经过多方协作互动而促成的城市智慧治理基础设施，提

升了国家监测能力，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行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也为健

康码技术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治理基础 ; 同时，技术赋能也为政府推动社会组

织和公民有效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平台和能促型运行机制 ( Cheng，

et al． ，2020 ) 。这是一个日常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突发性疫情应急管理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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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的典型案例，值得后续研究加以深入剖析。

( 三) “早隔离”的个人流动行踪记录技术

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讲求通过国家与社会

的相互依赖、协作互动来实现治理的目标。可是，信息的模糊构成了制约国家

治理及其能力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的清晰构成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基础 ( 韩

志明，2017 ) ，这就构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看，国家对社

会的依赖本质是对 “地方性”信息的依赖，只有汇聚并整理个体和社会提供的

具有地方性的信息，国家才有可能了解基层情况，采取相应的举措。技术赋能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信息的地方性 : 通过信息采集技术的进步来将信息采

集权向上集中，将信息权力直接从地方社会、基层政府转移到高层政府手中，

增强国家对社会的监督和掌控能力，提升政府主导的行政治理能力。

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增多，交通方式多元，导致民众隐瞒个人信息的侥幸心

理更强，而这种隐瞒在传染病危机期间可能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危害，是信息

不对称情境中一种典型的道德损害 ( Moral Hazard) 行为。新冠肺炎阻击战的要

点之一即是对个人流动行踪信息的掌握，来识别高危人群并将之隔离，减少疫

情传播可能。但不少人出于对隔离的担心或对疫情的不重视，瞒报漏报个人行

踪信息，降低了社会隔离政策的效果，带来疫情扩散的隐患。例如，潍坊公安

公告显示，自 2 月 3 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9 天的时间里就借助技术手段依

法办理故意隐瞒、不主动报告涉疫情案件 67 起，查处 75 人 ( 潍坊市公安局，

2020 ) 。

技术赋能则可以降低公民隐瞒信息对社会隔离措施的损害。例如，前述杭

州健康码系统可以通过后台数据比对，发现个人是否存在虚假信息和不诚信信

息填写，及时予以通报解决，减少个人信息瞒报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在抗疫过

程中，中国多地也都开发了个人行踪记录系统，并非基于一家或一组公司的技

术，但基本上都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实现对个人出行记录进行采集，

从而使政府的 “抗疫”工作有能力追踪高风险人群。例如，酒泉市在全市启用

“疫通行”电子通行证，在居民出入住宅小区、村镇路口时，必须出示并扫码，

而该电子通行证可以记录人员的每日进出时间和次数，加强对人员进出的管控

( 酒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2020 ) 。

( 四) 个人隐私保障: 法治完善与技术赋能

如前所述，国家监测能力发展广受诟病也最受公民担心的问题即是对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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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以及公民自由的侵犯。在公共场所安装的视频监测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
“超级全景监狱”，对社会居民进行着无处不在的监视和规训 ; 尤其是随着现代

数据储存、传播等技术的进步，这种监测的滥用风险增大 ( 顾理平，2017 ) 。在

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技术赋能情境下的国家监测能力提升与公民个人隐私权

保障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一个议题。例如， 《纽约时报》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表一篇文章，详细梳理了各国在追踪系统上的技术赋能情

况，并强烈质疑全民追踪将使个人隐私荡然无存，并为政府日后侵犯公民权利

打开后门 ( Singer，2020 ) 。

在有关监测型国家或监测性社会的研究中，隐私权始终是一个核心热点议

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甚至无法加以引证。

这里仅论及三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其一，公民隐私权以及其他权利是否会受到侵犯，这取决于法治体系的良

好运作，而不取决于国家能力的高低。国家能力低的地方公民权利屡屡受到侵

犯，国家能力高的地方公民权利得到有力保障，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比比

皆是 ( Acemoglu ＆ Ｒobinson，2019 ) 。在法治良好的地方，拥有高能力的主体，

无论来自国家、市场还是社会，都难以侵犯他人的权利，而强国家监测能力也

能提升法治体系监测侵权行为的能力。这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马克

斯 ( Gary T． Marx) 所论证的，监测本身以及国家监测能力的提升本身无所谓好

坏，国家运用强大监测能力行善还是作恶，取决于公正的法治和透明的问责

( Marx，2016 ) 。公共管理学界和发展政治学界对国家监测能力积极作用的讳言，

以及监测研究领域对强大国家监测能力有损隐私权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缘于

对能力高低和能力使用之间的思维混淆。

其二，隐私权在某些情况下是特殊利益的幌子。例如，2016 年，美国 FBI

要求苹果公司破解一名恐怖分子的苹果手机密码来辅助办案，但苹果首席执行

官蒂姆·库克 ( Tim Cook) 发布公开信声明拒绝，因为这一要求 “会让政府用

出于保护的理由破坏自由” ( Chicago Tribune，2016 ) 。但事实上，库克的公开拒

绝背后，是苹果与谷歌的利益之争。苹果公司在收集数据构建服务这方面，无

法超越谷歌 ; 因此，只要强调 “隐私”，避免其与其他公司分享用户信息，就能

帮助巩固其竞争优势，并刺激卖出更多苹果产品 ( Weinberger，2016 ) 。因此，

不少组织对隐私权的强调和渲染，往往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而服务，而不是出于

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中，难以否

认的是，西方媒体以及某些政要以维护隐私权为由对中国强大的国家监测能力

以及社会隔离措施的质疑和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某些政治化的考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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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的关注。

其三，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政府而言，隐私与安全之间的权衡都必须面对。

就疫情防控而言，个人隐私与公众健康的冲突也必须面对，在两者之间保持适

度的平衡，始终是公共治理的难题之一。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此细究，但有

一点值得提及，即国家监测能力的提升尤其是技术赋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这一冲突的缓解。

就民众的被监测感而言，传统的监测技术以摄像头、录音等方式为主，会

让个体容易产生 “被侵犯”的感觉。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则使监测行为更为隐藏，

互联网的监测方式主要表现为对网络信息的收集、储存、分析、应用、关联、

价值评判、终端效用等环节，通常是在被监测者无意识或是自愿情形下完成的
( 师索，2017 ) 。这样就可大大减弱监测对个体感受的负面影响。

就监测信息的使用而言，政府对监测信息的使用主要依赖于海量数据，注

重从海量数据中寻求规律性的信息，通常并不关注或利用单个公民的个体信息，

除非是针对那些对公共安全有着极大威胁的个体。大数据分析的特点在于个人

信息已经淹没于海量信息之中，而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宏观趋势的判断无需对个

体信息进行提取和识别，更没有必要 “刺探”、识别和利用个体健康的隐私

信息。

与此同时，无论是行政系统还是国家法治部门，均可借助技术进步设置个

体信息的使用许可或限制 ; 这种许可或限制，经由公开透明的善治操作，能够

达成保护民众隐私权之功。前述支付宝提供的 “健康码”服务，个体信息是在

紧急情况下得到用户授权时才会被政府相关机构调用。为了避免民众担心个人

隐私泄露的问题，新加坡政府还专门就 “合力追踪”如何保护公民隐私进行公

开说明 : ( 1 ) 这个程序不追踪个人的位置或联系方式等信息 ; ( 2 ) 数据在手机

中最长仅存储 21 天 ; ( 3 ) 这个程序会保护个人手机号码，个人的号码被替换为

一个随机 ID，手机通过这个 ID 而非手机号码进行信息交换 ( Government of

Singapore，2020 ) 。

因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刺探性的
“监视型”监测，而构建出新的以社会人群为对象的、探寻趋势型的宏观 “监

测”体系，使得国家的监测能力运行在 “海底”，通过对海量个体信息的聚合加

以使用，或者仅在得到用户授权时使用个体信息，来实现公众安全与隐私保护

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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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国家能力的内涵和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现代化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有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共治且相互赋权，并能够

实现各种国家能力间的协调 ( 张长东，2014 ) 。可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增加了

公共治理的难度，也提高了对公共治理精度的要求，由此，国家监测能力在公

共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愈发突出。从本质上看，国家监测能力是国家对社会的监

测和控制能力，以确保政府能够对社会运行情况具有清晰化能力，作为其决策

和政策执行的依据。这既是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以及其他国家能力发挥作用的

重要基础，也是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到某些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国家监测能力在公共管理学以

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政治社会理论领域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负

面化，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

新思考国家监测能力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将新兴的监测研究

的学术关注及其成果系统性地纳入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是十分重

要的。迄今为止，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全球知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将国家监测能力

的提升视为行政力量建构的核心，也有公共管理学者致力于将国家能力的提升

视为公共管理学术范式变革的最新前沿，但由于技术赋能造就的国家监测能力

提升究竟能为公共管理的变革带来什么，依然是有待广拓和深挖的课题。

毫无疑问，在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予以预

警的同时，挖掘技术赋能的积极作用并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公共危机应急管理

中的应用，依然是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使国

家监测能力实现了突破式的发展。技术赋能使国家增加了了解社会运行状况的

维度，拓宽的国家对社会运行状况加以掌控的范围，可以缩短国家对重大事件

的响应时间，减少公共危机对社会带来的损失。技术赋能还可以减少个体的道

德损害行为，增进公共安全。尤其是在传染病疫情防控时期，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信息采集和分析技术，可以提升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的风险预

警、风险评估、行踪追溯等功能，从而为公共卫生干预的决策和实施提供丰富

的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采集的范围，也减轻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汇报的依赖，

使得公共政策的信息来源向政府汇集，减少了个体因为道德损害行为而导致的

瞒报、不报问题，增强了国家对疫情的管控能力。同时，技术赋能在推动国家

监测能力提升的同时，还可能增多对传统有争议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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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的数据使用可以缓解国家监测提升与公民隐私保障之间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国家监测能力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

也是一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市场、社会多方主体

协作互动，行政、市场、社群机制互补嵌入，都至关重要。良好的治理体系，

尤其是在其中蕴含的政府行政体系和国家法治体系的善治，是确保技术赋能不

被滥用的关键。如何在提升国家监测能力的进程中尽可能寻求技术效率与社会

诉求之间的平衡，并警惕用技术赋能挤出甚至取代治理变革，是公共管理学界

必须面对的一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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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COVID －19”Challenge in Academic Ｒesearch of Public Management

Xin Gu……………………………………………………………………………………
Building and Upgrading State Surveillance Capability: Ｒeflect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 Health Crisis

Fenglin Guo ＆ Xin Gu……………………………………………………………………
Abstract Surveillance cap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ate capacity as well as a core

part of the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 It manifests as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capabilities of the state over society，enabling the government to be in command of

societal situations that affect public policy deci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global

pandemic of COVID － 19 pneumonia in 2020 challenged state capacities across countries．

The building and upgrading of state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are crucial to enforcement

and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measures． To some extent，the differentiated performance

in enforcing public intervention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state surveillance

capacities over society． The moral，political，and social issues raisedby state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are far from resolved． Exploring improved governance systems and upgrad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can helpbolst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In

particular，an understanding of applications used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duringa public

health crisis is still a field to be urgently developed in public management scholarship．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Crisis; State Capacity; Surveillance Capability;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State － Society Ｒelations

How to Coordinate Welfare Ｒegim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stitu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Transboundary Crisis of COVID － 19

Binrui Zheng ＆ Keqing Han……………………………………………………………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emergency governance research:

risk management，crisis management，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 COVID － 19

pandemic is a risk，a crisis，and an emergency．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focus on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uncertainty，process，or the event itself． Their goalscan be to

source control，build up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or manage the situation，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COVID － 19 epidemic is a transboundary crisis across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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